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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 

 

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陈棋  李静 何志明※ 金贤锋 王昌博 
（重庆市地理信息和遥感应用中心,重庆 401120） 

 

摘  要 [目的]分析重庆市县域乡村性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对深入理解重庆市城乡关系及其互动过程，落实乡村振

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重庆市 32 个县（区）为研究对象，运用 ESDA 空间统计方法、多元线性回归和地理

探测分析方法，探讨 2000 年以来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格局形成的影响因素。[结果]（1）2000 年

以来，重庆市县域乡村性逐渐减弱，主城都市区乡村性较弱、渝东北和渝东南乡村性较强的整体格局稳定，巫溪县、

城口县、彭水县、酉阳县等渝东北和渝东南的县（区）的乡村性较强。（2）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的空间集聚和空间极

化效应明显，在多种作用力的交互影响下，呈现出重庆市域的多圈层结构和区域性的双圈层结构。（3）自然力和区

位力形成了重庆市县域乡村性分异的基础地理格局，市场力和行政力对这种格局进行调整、优化，在四种力及其交

互作用下，形成了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的空间分异格局。[结论]结合重庆市实际情况探索了乡村性的空间分异格局及

其影响因素，为乡村振兴潜力区域发展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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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乡村，指城市以外的广阔地域，在文化景观、社会功能和经济活动方面均具有一定独特性[1]。受到快速

工业化、城镇化等多重压力，城乡界限逐渐模糊，乡村地域的功能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1]。为了准确刻画

乡村发展状态，揭示乡村地域与城市地域的互动过程，反映乡村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响应，较多学者使用“乡

村性（Rurality）”这个综合指标进行衡量。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乡村地域在加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

中应该予以平等的关注[2]。 

国外较早开展乡村性相关研究，1977 年国外学者 Cloke 在辨析城市与乡村概念基础上，首次用乡村性

指数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乡村性进行了度量[3]。Woods（2005 年）在对乡村性的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

强调乡村性应该同时兼顾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分析[4]。国内学者张小林在 1998 年首次将乡村性这一概念引介

进地理学[5]，同时指出乡村性的判定应该以城乡一体为基础，参照城市判断区域内乡村性的强弱，并构建了

乡村性研究框架。此后国内乡村性的研究逐渐增多，相关乡村性评价没有将城市和乡村置于对立的两面，认

为乡村性的弱强反映了乡村地域受到外部影响的响应快慢，本文认同该观点。学者多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乡村

性强弱评价[6-8]、空间分异[9-13]、乡村类型划分[12,14-16]等方面，县域[11-12,16]尺度的乡村性研究主要通过综合指

标评价[7,17]或土地利用变化[18-19]来衡量乡村性，而村镇尺度[20-22]的乡村性评价主要采用问卷或访谈数据方式。

龙花楼[7]等在界定乡村发展类型的基础上，基于乡村对社会发展的功能构建了乡村性指数，并对沿海地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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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乡村发展进行了评价。李智[23]等以村域尺度为研究对象，从土地利用、人口聚落、产业结构、城乡联

系等维度进行乡村性测算。 

西部大开发以来，重庆市城镇化进程加快，但受自然条件影响，县域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具有大城市、

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的特点。既有重庆市乡村性研究集中在三峡库区或单独的县（区）[24-26]，总结

了部分地区的乡村性时空演变及其驱动要素，但针对重庆市长时间序列的乡村性空间异质性及演变、驱动因

素和机理探讨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深入理解重庆市城乡关系及其互动过程，做好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的示范作用，同时为高效开展乡村振兴工作提供有益政策建议，文章对重庆市进行乡村性及其形成

机理进行探索。鉴于乡村与城市发展的相互关联性，乡村界限的模糊性和要素的流动性，以及数据的准确性

和可获取性，以县域尺度开展研究。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研究区概况 

行政区划数据以 2019 年为准，其余年份进行相应调整（图 1）。截至 2019 年末，重庆市下辖 26 个区、

8 个县和 4 个自治县。渝中区、大渡口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江北区和南岸区等 6 个区城镇率较高，且

2000 年与 2005 年常住乡村人口数据缺失，予以剔除，最终确定 32 个县（区）为研究对象。其中，主城都

市区 15 个县（区），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简称渝东北，下同）11 个县（区），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简

称渝东南，下同）6 个县（区）。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为《重庆市统计年鉴》，异常值利用相邻年份进行平滑处

理。鉴于 5 年计划在地区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以 5 年为时间断面进行乡村性测算。2000 年，重庆市常住人

口 2848.82 万人，其中乡村人口 1835.94 万人；2019 年末，常住人口 3124.32 万人，其中乡村人口 1037.33 万

人。研究时段内，乡村人口减少 765.74 万人，重庆市乡村人口占比由 64.4%降低至 33.2%。 

 

 

图 1  重庆市“一区两群”分区示意图 

 



 

 

1.2 研究方法 

（1）乡村性测度 

城市和乡村并非对立的两面，两者相互影响，城市化的影响越大，乡村性则越弱，反之亦然。对于乡村

性的测度强调乡村本身的变化和与受城市影响的程度，依据系统性、实用性和可对比性等原则，参考相关研

究成果[6,11,17,27-28]，围绕“人口-土地-产业”三个维度选择 6 项指标构建乡村性指数。其中，正向指标分别为

乡村人口比重、乡村人口变化率、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率和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其值越高，表明乡村性越强；

负向指标分别为农业土地生产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反映社会变迁对乡村性的影响以及县域的农业经营模

式、集约化和现代化水平，其值越低，表明乡村性越强。“人”是乡村性的本源，故在指标重要性方面予以

倾斜，各项指标权重通过 AHP（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出，各层级指标均通过一致性检验（CR＜0.00）。 

利用极大值法进行数据的标准化无量纲处理[17]。乡村性指数（RI）计算公式如下： 

𝑅𝐼𝑚,𝑗 = ∑ (𝑊𝑚𝑖 × 𝑋′
𝑖𝑗)      𝑛

𝑖=1                                                           （1） 

式中，𝑅𝐼𝑚,𝑗为 m 年份的𝑗县（区）的乡村性指数；𝑊𝑚𝑖为 m 年中的第𝑖项指标的权重值；𝑋′
𝑖𝑗为第𝑗县（区）

的第𝑖项指标利用极大值法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𝑛为𝑖指标的总个数。X1、X4、X5、X6 使用研究断面末期对应

值，X2 、X3为研究断面的初期和末期值之差，2000—2005 年、2005—2010 年、2010—2015 年和 2015—2019

年的县域乡村性指数分别简写为𝑅𝐼05、𝑅𝐼10、𝑅𝐼15和𝑅𝐼19。 

 

表 1  乡村性评价指标及权重 

目标层 指标层 测算方法 权重 

人口 
乡村人口比重（X1） 乡村常住人口/县域常住人口 0.2381（+） 

乡村人口变化率（X2） （末期乡村人口−初期乡村人口）/初期乡村人口 0.1905（+） 

土地 
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率（X3） 

（末期粮食播种面积−初期粮食播种面积）/ 

初期农作物播种面积 

0.1270（+） 

农业土地生产率（X4） 农业总产值/粮食播种面积 0.1587（‐） 

产业 
第一产业产值比重（X5） 第一产业产值/总产值 0.1633（+） 

农业劳动生产率（X6） 农业总产值/乡村常住人口 0.1224（‐） 

 

（2）探测性空间分析  

空间自相关[29]是检验某一要素属性值与其相邻空间要素的属性值是否显著关联的重要指标。利用莫兰

指数描述研究单元观测值的整体集聚或分散的态势，利用热点分析衡量空间单元属性与周围单元的相近或

相异程度。 

（3）地理探测分析 

地理探测器[30]是一种探索空间分异性的工具，能较好地分析小样本数据的分异机制，各因子的地理探测

值用 q 表示，公式为：  

 𝑞 = 1 −
1

𝑁𝜎²
∑ 𝑁ℎ𝜎²ℎ

𝐿
ℎ=1                                                                 （2） 

式中：q 为探测因子的决定力大小，q∈[0,1]，q 越大，则 X 与县域乡村性的空间一致性越强；N、𝜎²为

样本总单元数和方差，𝑁ℎ、𝜎²ℎ为分层 h 的单元数和方差。 

2 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的时空格局演变 

2.1 乡村性数理特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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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县域乡村性逐渐减弱，均值逐渐变小（图 2）。四个研究时段的均值依次为 0.7194、0.6591、0.6160

和 0.5163，较上一研究时段分别减少 0.0603、0.0431 和 0.0997，乡村性减弱趋势先慢后快。研究时段内，重

庆市乡村性最强值为 0.8566，属于酉阳县（RI05），乡村性最弱值为 0.2352，属于北碚区（RI19）。至 2019 年，

渝北区、北碚区和巴南区乡村性均低于 0.30。乡村性存在区间性平滑减弱趋势，极大值、极小值和均值的多

元线性拟合系数分别为-0.055、-0.084 和-0.065，极小值减小速度较快，极大值减小速度相比前者稍慢，乡村

性指数的极化问题凸显。 

 

 

图 2  重庆市县域乡村性雷达演变图 

 

重庆市县域乡村性内部极化效应存在，极差、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均逐渐增大，呈现出波动增强趋势（表

2）。四个研究时段的极差依次为 0.3659、0.3608、0.3871 和 0.4516，相邻研究时段的极大值的减小值介于

0.05~0.07 之间，减小趋势稳定。变异系数均介于 0.10~0.30 之间，分别为 0.1232、0.1228、0.1518 和 0.2246，

属于弱变异[29]水平，表现出波动变大规律。峰度值集中在 3 左右，表现为峰状，乡村性在某个范围内表现出

统计学上的聚集；偏度值均小于 0，表明乡村性均值小于众数，弱乡村性县（区）的乡村性指数离散且差异

相对较大。 

 

表 2  乡村性指数的数理统计表  

指数 均值 极差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变异系数 

RI05 0.7194 0.3659 0.0886 -0.787 3.550 0.1232 

RI10 0.6591 0.3608 0.0810 -1.007 4.426 0.1228 

RI15 0.6160 0.3871 0.0935 -1.166 4.353 0.1518 

RI19 0.5163 0.4516 0.1160 -0.677 2.967 0.2246 

 

不同分区测度下，乡村性均呈现波动减少特征，且分区内部极化效应逐渐增强（表 3）。主城都市区县

（区的）乡村性减弱最快，渝东南次之，渝东北最慢，四个研究时段的乡村性均值累计减少值依次为 0.2392、

0.1855 和 0.1633。四个研究时段内，主城都市区变异系分别为 0.1207、0.1142、0.1664 和 0.2000，渝东北变

异系数分别为 0.0720、0.0683、0.0834 和 0.0985，渝东南变异系数分别为 0.0597、0.0693、0.0477 和 0.0692。

主城都市区县（区）乡村性极化效应较为显著，渝东北和渝东南县（区）乡村性极化效应较弱，且维持在极

弱变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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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分区测度下乡村性指数及其离散程度  

分区 
RI05  RI10  RI15  RI19 

均值 变异系数  均值 变异系数  均值 变异系数  均值 变异系数 

渝东北 0.7635 0.0720  0.7088 0.0683  0.6651 0.0834  0.6002 0.0985 

渝东南 0.7947 0.0597  0.7178 0.0693  0.6857 0.0477  0.6092 0.0692 

主城都市区 0.6568 0.1207  0.5991 0.1142  0.5522 0.1664  0.4176 0.2000 

 

2.2 乡村性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将乡村性指数进行空间化呈现，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的圈层结构明显且较为稳定，市域的多圈层结构与区

域性双圈层结构共存（图 4）。多圈层结构包含 32 个研究县（区），主城都市区的北碚区、渝北区和巴南区

的乡村性相对最弱，为内部圈层；其外围的主城都市区的其余县（区），组成了乡村性次弱圈层；最外围的

渝东北与渝东南县（区）组成外部强乡村性圈层。主城都市区、渝东北和渝东南的双圈层结构同时存在。主

城都市区的内部圈层和外部圈层，与 32 个研究单元的内部圈层和次弱圈层范围一致；渝东北的万州区乡村

性较弱，为内部核心，其余 10 个县（区）组成了较强的乡村性外部圈层；渝东南的黔江区乡村性较弱，为

内部核心，其余 5 个县（区）组成了较强的乡村性外部圈层。 

 

 

图 3  重庆市县域乡村性 RI05(a)、RI10(b)、RI15(c)、RI19(d)空间分异 

 



 

 

对重庆市乡村性的格局进一步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进行验证，识别出重庆市乡村性的热点区和冷点区

的变化规律。从全局自相关看，重庆市县域乡村性指数的集聚特征显著（表 4），全局莫兰指数呈现倒 U 型

特征，2000—2005 年、2015—2019 年乡村性集聚性较强，莫兰指数值均于 0.65；2005—2010 年、2010—2015

年乡村性的集聚相对较弱，莫兰指数值低于 0.50，但整体结果仍表现为强空间集聚（表 4）。Z-Score 的绝对

值大于 2.58，P-Value 均小于 0.01，四个研究时段致信区间均达到 99%。 

 

表 4  全局自相关分析  

指数 Z-Score P-Value Moran's I 

RI05 5.212417 0.0000 0.63303 

RI10 4.933801 0.0000 0.58953 

RI15 5.225128 0.0001 0.62695 

RI19 6.708753 0.0000 0.83114 

 

重庆市乡村性集聚效应显著，乡村性冷点与热点区域相对稳定（图 5）。热点和次热点区域均集中在渝

东南和渝东北的县（区），而冷点和次冷点区域则集中在主城都市区的县（区），温点区的空间波动较大，位

于主城都市区。四个研究时段均为热点区的县（区）为彭水县、酉阳县、奉节县和巫溪县，均为冷点区的县

（区）为巴南区、渝北区、北碚区。 

 

 

图 4  重庆市县域乡村性 RI05(a)、RI10(b)、RI15(c)、RI19(d)冷热点分布 

 



 

 

3 县域乡村性格局演变的影响要素 

乡村性受到经济、社会等多要素的影响，具有复杂性[27]。文章在参考相关文献[6,11,13,17]的基础上，将影

响重庆市乡村性分异的影响因素初步归纳为自然环境因素、区位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 

3.1 自然环境因素 

重庆市自然地理条件差异较大，自西向东主要地貌类型依次为方山丘陵区、平行岭谷区和盆周山地区。

原始土地的可开发利用水平应为方山丘陵区最佳、平行岭谷区次之、盆周山区最差的格局，假设无外力干预，

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村性可能呈现方山丘陵区弱于平行岭谷区弱于盆周山区的基本规律。利用 1:10000 数字

高程模型对研究单元的平均海拔和地形起伏度进行统计，并与乡村性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表 5）。 

 

表 5  乡村性指数与自然环境因素相关性 

 因素 系数 RI05 RI10 RI15 RI19 

平均海拔 相关系数 0.5606** 0.587** 0.568** 0.630** 

地形起伏度 相关系数 0.442** 0.502** 0.436* 0.521** 

注：0.01 显著性水平（**），0.05 显著性水平（*），后同。 

 

受到研究尺度影响，乡村性的现实空间强弱分异格局与基础地形地貌分析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但整体较

为一致，表现为显著正相关。主城都市区（包含方山丘陵区和部分平行岭谷区）的平均海拔约为 482m，地

形起伏度均值约 1086m，四个研究时段的乡村性指数均值 0.464，乡村性较弱，为乡村性冷点区域。渝东北

（包含部分平行岭谷区和盆周山地区）的平均海拔 871m，地形起伏度均值约 1871m，四个研究时段的乡村

性指数均值 0.685。渝东南（包含部分平行岭谷区和盆周山地区）857m，地形起伏度均值约 1679m，四个研

究时段的乡村性指数均值 0.706。渝东北和渝东南均属于乡村性热点区域，乡村性均较强。其中，城口县、

巫溪县、巫山县、酉阳县和秀山县等典型盆周山地区的县，平均海拔超 1000m，地形起伏度超 1500m , 四个

研究时段的乡村性均值 0.76，为乡村性热点区域。 

3.2 区位因素 

区位，表示的是事物的位置及该事物与其他事物联系。在无强政策干预情况下，区位因子较为稳定。区

位优势可以转化为社会经济优势，加速城镇化进程，使得相关县（区）的乡村性处于较弱水平；而区位条件

较差的县（区），传统农业仍占据较大比例，乡村性处于较强水平。 

受到重庆市山水格局与历史发展影响，研究单元的区位条件呈现以渝中半岛向外围逐渐减弱的规律。中

心城区作为重庆市发展的重点区域，区位条件最好，对外界变化的响应最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传统

的粮食种植业占比逐渐较低，乡村性整体较弱。2005 年巴南区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占地比为 57.2:42.8，2019

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占地比调整为 44.3:55.7，粮食作物占地比例降低了 13 个百分点。而主城都市区其他

县（区）紧邻中心城区，区位条件次之，在承接工业转移方面意义重大，这些县（区）的二三产业的占比较

高，同时也是重庆市重要的蔬菜产地，乡村性处于中等水平。渝东北和渝东南距主城九区较远，区位条件相

对较差，可获得的资源相对较少，对外界变化响应最慢，乡村性处在较强水平。万州区和黔江区作为区域性

发展核心，区位条件优于周边县（区），乡村性稍弱。位于渝东北的城口县，是重庆市截止 2020 年唯一 1 个

未通高速的县，区位优势较差，多研究时段均处于强乡村性水平。同时，受到成渝一体化持续影响，主城都

市区部分区的区位优势在仍会进一步加强，其乡村性的减弱趋势可能会变快，乡村性内部变异程度可能会进

一步变大。 

3.3 社会经济因素 

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乡村产生“推-拉”效应，乡村性指数与社会经济要素的空间一致性较强。以经济发

展、产业结构、资产投资、社会消费表征对乡村性变化的外部拉力，以农民收入、消费支出占比和城乡差异

表征乡村性变化的内生推力，以此构建影响乡村性的社会经济模型。被解释变量为乡村性指数 RI，预设解释



 

 

变量共 8 个，均为各研究时段初期统计值。以人均 GDP（X1）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以第二、第三产业占比

（X2、X3）反映产业结构调整，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X4）反映投资力度，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5）

反映消费活力，以农民人均纯收入（Y1）农民的生活现状，以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

值（Y2）反映县（区）农民的生活压力，以城乡居民收入比（Y3）反映农民的生活响应。对因子进行离散化

处理并进行因子探测分析，地理探测结果表明，仅 X3和 Y2 因子在四个研究时段均未通过 0.05 显著性检验，

其余 6 个因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结果较优。 

 

表 6  四个研究时段的乡村性指数的地理探测 p 值 

 P 值 X1 X2 X3 X4 X5 Y1 Y2 Y3 

p -RI₀₅ 0.000 0.000 0.751 0.003 0.067 0.003 0.550 / 

p -RI₁₀ 0.000 0.206 0.763 0.055 0.000 0.004 0.340 / 

p -RI₁₅ 0.000 0.019 0.697 0.005 0.000 0.007 0.509 0.041 

p-RI₁₉ 0.000 0.133 0.644 0.000 0.000 0.000 0.133 0.000 

 

因子决定力的地理探测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 X1、Y1、X5、Y3、X4、X2。人均 GDP（X1）和农民人均纯

收入（Y1）与乡村性分异格局的一致性最高，均值分别为 0.6767 和 0.6042。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5）

和城乡居民收入比（Y3）与乡村性分异格局的一致性较好，均值分别为 0.5954 和 0.4883。第二产业占比（X2）

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X4）与乡村性分异格局的一致性中等，均值分别为 0.4362 和 0.4689。相比其余因子

决定力的持续稳定或逐渐增强趋势，工业化对乡村性的决定力正在逐渐减弱，可能原因是产业进园区政策的

推进和主城都市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作用的持续加强，使得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较少的受到了工业化的

影响，乡村性仍维持在较强水平。国家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与乡村性指数均呈现出“一区两群”尺度上的

空间异质性，2020 年重庆市国家级开发区共 9 个，其中 8 个位于乡村性更低的主城都市区；主城都市区、

渝东北和渝东南的省级开发区面积面积分别为 376.7 km2、63.1 km2和 28.0 km2，呈现出乡村性指数大小与省

级开发区面积异质的空间特征。 

 

 
图 5  重庆市县域乡村性 RI05、RI10、RI15、RI19 因子探测 q 值 

 

X3 的地理探测 P 值和相关性检验结果均较不理想，予以剔除，将剩余因子进行回归拟合，回归结果见

表 7。需要说明的是，社会经济因子之间（如 X1 与 Y1）存在一定关联性，但鉴于各因子反映问题的侧重点

差异，相关指标予以保留，以体现县域整体或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对乡村性的影响及“推-拉”作用。 

回归拟合与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人均 GDP（X1）、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5）、农民人均纯收入

（Y1）和城乡居民收入比（Y3）对乡村性的影响力较大且相对稳定。伴随地区资本、资源的集聚，城镇化进

程加速，地区消费活力增强，使得地区人均 GDP 逐渐增加。与此相对，以粮食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收入，

已经难以满足农民逐渐增强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上城乡居民收入的较大差异，促使有产业结构调整条件

的区域加速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对都市农业或休闲农业投入。在外部拉力和内生推力的双重驱动下，主城都

市区的乡村性逐渐减弱。由于区位、投资成本和预期收益等要素的差异影响，渝东北和渝东南的县（区）在

仍较难进行大范围、大规模的农业结构调整，乡村性仍将维持在较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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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乡村性指数与社会经济因子的回归拟合的标准系数 

因子 RI05 RI10 RI15 RI19 

X1 -0.628 -0.199 -0.212 -0.367 

X2 -0.348 -0.095 0.094 0.178 

X4 -0.100 0.040 -0.173 -0.072 

X5 0.163 -0.325 -0.361 -0.168 

Y1 -0.045 -0.328 -0.546 -0.487 

Y2 0.017 -0.091 -0.013 -0.084 

Y3 / / -0.261 0.115 

R2 0.810 0.647 0.809 0.843 

调整 R2 0.765 0.562 0.753 0.797 

 

表 8  乡村性指数与社会经济因子的相关性 

 指数 X1 X2 X3 X4 X5 Y1 Y2 Y3 

RI₀₅ -0.879** -0.876** -0.006 -0.688** -0.787** -0.782** 0.324 / 

RI₁₀ -0.842** -0.637** -0.044 -0.603** -0.831** -0.758** 0.450** / 

RI₁₅ -0.815** -0.617** 0.268 -0.607** -0.825** -0.799** 0.356* 0.557** 

RI₁₉ -0.878** -0.631** 0.232 -0.743** -0.826** -0.869** 0.442* 0.744** 

 

3.4 政策因素 

宏观政策对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的空间分异产生持续影响。自 2000 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重

庆市步入了发展快车道，发展初期资源向主城九区倾斜，其经济体量逐渐壮大，乡村性逐渐减弱，之后乡村

性维持在较低水平。2010 年《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印发，重庆市主城都市区成

为产业向西部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其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进程加速，主城都市区的弱乡村性格局进

一步稳定。2016 年，国家批复同意《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中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

纲要》，这些宏观政策也进一步强调了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使得这些地区

及邻接区县的乡村性持续减弱。 

地区政策加快了乡村性格局的区域分化，农业主产区定位稳定了乡村性减弱过程，区域发展核心的政策

倾斜加速了乡村性减弱。潼南区、开州区、梁平区、垫江区、丰都县和忠县均为重庆市重要的农产品主产区，

其乡村性较周边县（区）处于较强水平。潼南区作为主城都市区内的农产品主产区，其工业化和城镇化会受

到一定限制，四个研究时段乡村性均值 0.59，约高于周边县（区）0.10。铜梁区、大足、荣昌区均为重要的

粮油产区，南川区为重庆市市级田园综合体试点，这些县（区）的乡村性也相对较强。万州区、黔江区，作

为区域性发展核心，政策会予以倾斜，虽然距离重庆市母城距离较远，但乡村性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特别

是万州区，作为成渝城市群沿江城市带区域中心城市，达万城镇密集区中心城市，“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的重要节点城市，在下一个发展时段，其乡村性可能会加速减弱。 

具体农业政策对农业产业支持力度加速农业现代化转型，降低了局部地区的乡村性。2019 年，重庆市

发布了关于认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单位的通知，示范点、示范村和示范乡镇数量和比例见表 9。主城

都市区，具有成熟的客源市场、较高投资收益率等优势，受到了投资者和政策的青睐。以示范点为例，主城

都市区内示范点数量 163 个，占比为 56.21%，渝东北和渝东南内示范点数量分别为 76 个和 51 个，合计占

比为 43.8%。 

  



 

 

 

表 9  市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示范村（社区）、示范乡镇数量(2019 年) 

分区 
示范点  示范村  示范镇 

数量(个) 占比(%)  数量(个) 占比(%)  数量(个) 占比(%) 

主城都市区 163 56.21  76 44.71  49 48.04 

渝东北 76 26.21  59 34.71  35 34.31 

渝东南 51 17.59  35 20.59  18 17.65 

累计 290 /  170 /  102 / 

 

3.5 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 

重庆市乡村性的空间分异的形成有较为深刻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渊源，基于前文分析，将四类影响因素进

一步抽象为自然力、区位力、市场力和行政力，四种力的交互作用形成了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的分异格局。自

然力主要为地形地貌因素，为人口集聚、流失的初始力，地形起伏较小的地区，其投资回报率更高，更容易

受到开发投资者的青睐，乡村性减弱更快，形成了重庆市乡村性西弱东强的初始格局。区位力一定程度上受

到历史发展的影响，在重庆市山水格局影响下，位于两江交汇的渝中半岛成为了重庆市的区位中心，位于渝

中区外围的县（区）更容易受到涓滴效应影响，社会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乡村性快速减弱，加速了县域乡村

性空间分异与圈层结构的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反馈形成了市场力，市场力具有混杂性，表现为多种要

素的推拉效应，形成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一致的乡村性强弱格局，对既有格局进行反馈与优化。行政力，

表现为宏观、地区和具体政策，产生持续性或短期的政策影响，通过约束土地、资本、信息等要素的集聚，

加速重庆市县域乡村性强弱分异格局形成。 

 

 

图 6  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以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分析了 2000 年以来近 20a 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的时空演变规律和集聚特征，并

从自然力、区位力、市场力和政策力四个方面较为全面的探讨了其空间分异和空间圈层结构形成的原因。结

论如下： 

（1）2000 年以来，重庆市县域乡村性逐渐减弱，西弱东强的整体格局稳定，强弱乡村性县（区）具有

较强的空间集聚性。巴南区、渝北区和北碚区的乡村性较弱，巫溪县、城口县、彭水县、酉阳县等盆周山地

县（区）的乡村性较强。冷热点分析结果稳定，弱乡村性县（区）集中在主城都市区，形成了乡村性的冷点

（次冷点）区域；强乡村性县（区）集中在渝东北和渝东南，形成了乡村性的热点（次热点）区域。 

（2）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的空间极化效应明显，空间呈现为重庆市域的多圈层结构和区域性的双圈层结

构。主城都市区的县（区）乡村性指数的极差、标准差均较大，而均值较小，内部的乡村性强弱分化明显；

渝东北和渝东北的极差、标准差相对较小，而均值较大，其内部的强乡村性具有一致性。重庆市域的多圈层

结构以北碚区、渝北区和巴南区为弱乡村性内部圈层，主城都市区其余县（区）为次弱乡村性的次级圈层，

渝东北和渝东南县（区）共同构成了强乡村性的外部圈层。分区来看，主城都市区、渝东北和渝东南片区的

经济发展核心为区域性的内层弱乡村性圈层，其余区县构成了较强乡村性外部圈层。主城都市区内部圈层为

渝北区、巴南区和北碚区，渝东北和渝东南的内部圈层分别为万州区和黔江区。 

（3）自然力、区位力、市场力和行政力四种力及其交互作用，形成了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的空间分异格

局。自然力影响工业化和城镇化布局，区位力受到历史发展的影响，空间上临近渝中半岛的县（区）容易受

到涓滴效应，两种力决定了重庆市乡村性西弱东强的基础格局。市场力具有复杂性，表现为社会经济要素的

耦合推拉，对既有乡村性强弱格局进行反馈、调节和优化。行政力，通过持续性和短期性政府行为对重庆市

县域乡村性强弱分异格局进行优化和调整。 

4.2 讨论 

重庆市具有大城市和大农村的特性，分析其乡村性的空间分异与形成机制，是城乡统筹与城乡融合发展

的有益探索。文章的乡村性评价更加侧重传统种植业主导下的乡村性，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在兼顾数

据可获取性、乡村性本源的基础上构建新型乡村性指数，值得更多探讨。同时，地理学的尺度效应差异对乡

村性评价结果的影响较大，即使在中等乡村性的荣昌区，其内部的乡镇同样会存在乡村性的强弱空间分异[24]，

文章仅以县域尺度来探讨乡村性的格局演变，进而反映重庆市整体的乡村性变化规律，存在一定局限性，但

对揭示重庆市整体乡村性变化及其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最后，县（区）传统乡村性的减

弱是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正在减弱的乡村性是不能利用的，利用方式需要有所差异并进行适应性调整。

而既有的市场主体投资行为较少属于“雪中送炭”，更多为“好上加好”。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市场主

体则需要把握如何在对强/较强乡村性县（区）开展综合利用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对传统乡村性的消磨，同

时增强对新型乡村性的利用；政府主体应当对强/较强乡村性县（区）给予更多关注，适当引导资金、技术向

这些地域流动，积极利用市场主体既有的优秀模式，形成可推广复制的传统乡村性利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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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OLVEMENT AND MECHANISM OF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LTY IN CHONGQING PROVINCE ON COUNTY SCALE*

※
Chen Qi Li Jing He Zhiming Jin Xianfeng Wang Changbo  

 

(ChongQing Geomatics and Remote Sensing Center,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unty Rural in Chongq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and its interactive process in Chongqing and implemen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aking 

32 counties (districts) in Chongq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ESDA spatial statistics metho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d 

geographic exploration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county and village in Chongqing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pattern since 2000.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since 2000, the rural nature of 

counties in Chongqing has gradually weakened, the overall pattern of weak rural nature in the main urban area and strong rural nature in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Chongqing is stable, and the rural nature of counties (districts) in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Chongqing such as 

Wuxi County, Chengkou County, Pengshui County and Youyang County is strong. (2)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spatial polarization 

effect of county and village in Chongqing is obvious.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forces, it presents the multi circle structure and 

regional double circle structure of Chongqing. (3) Natural force and location force form the basic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County Rural 

differentiation in Chongqing. Market force and administrative force adjust and optimize this pattern. Under the four forces and their 

interaction,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County Rural in Chongqing is formed.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ongq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ur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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